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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先秦儒学以仁、智、勇为 “三达德”。武士之勇以行动为目的，武士自身成
为工具;谋士之智以获胜为目的，以他人为工具。孔子在二者之上镇之以 “仁”，揭示人不
是工具而是目的。兼具仁、智、勇 “三达德”的君子必将从道不从君。商鞅、韩非试图以
法家理念重新拆分三者:“仁”，被简化为“亲亲”而不能推及仁民爱物;“智”，被束缚在
国家机器中成为处理行政事务的 “贤”而不再具有是非之心;“勇”，在军功爵之名利诱导
下以行动为工具追求“尊”，其哲学根基是人的行为必基于欲求。由此，法家以欲求构建制
度，国家结构被二分为“尊亲”与“忠贤”，尊爵被皇亲国戚垄断，其内以亲亲之爱维系;
小圈子之外则明尊卑等级，以忠贤之德为晋身之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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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也是不同制度和思想激烈竞争的时代。在诸子的制度设计中，
人之德性养成与国家结构中的等级设置是密切相关的。其具体表现为:既根据德性来设置等级，以掌
控具有该德性类型的人;又以国家机器的运行来使特定等级的人养成国家所需的德性。质言之，就是
既以德性设计制度，又以制度养成德性。德性和制度构成了一定人群的基本行为模式。而对行为模式
予以解释，即为何必须如此行为，亦即何谓道德的问题，提供论证的是哲学思想。行为模式的可能
性，亦即何以能够以此行为模式行事，则是基于德性和制度相适应的社会形态。于是，哲学思想、伦
理道德、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四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一整体，可以称之为德性政治。本文即从
思想与制度互动的角度，对春秋战国至秦汉的德性政治进行考察。
一
《中庸》有云:“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
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
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
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将 “仁”“知”“勇”三者并列并赋予如此崇高之地
位，始于孔子。《论语·宪问》谓:“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
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关于三者的关系，《论语·子罕》也说:“子曰:‘知者不惑，仁者
不忧，勇者不惧。’”石子重曰:“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其要在致知。知之明，非仁以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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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则不可;以仁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阙一，而知为先。”(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四十二《答石子重》之九)经观荣亦谓:“真正的仁，是具有勇气而不惑的实践爱人的原则，智是
知仁，而勇是行仁，进而‘志于仁’。”(经观荣，第 202 页)无疑，“仁”“知”“勇”三者或其变体
之并列早已见于春秋时期。《国语·晋语六》中，郤至即曰:“至闻之，武人不乱，智人不诈，仁人
不党。”《左传》僖公三十年秦晋围郑，秦私与郑盟而退兵，“子犯请击之， (晋文)公曰:‘不可。
微夫人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 《国
语·晋语二》载，太子申生被诬陷却拒绝出亡，曾说:“吾闻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
若罪不释，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有罪而不死，无勇”。孔子正是通过赋
予旧德以新的内涵，创建了儒学。
《论语·述而》载:“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
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暴虎
冯河，死而无悔者”，正是古典武士之勇德。上引太子申生所言“勇不逃死”，《左传》昭公二十年棠
君伍尚曰:“知死不辟，勇也。”也是以不怕死为勇。早期的武士之勇，乃是以勇作为武士的规定性，
以不惧，尤其是不惧一死，为武士之尊严所在。于是武士之勇表现为行动根据外在刺激。武士之勇所
产生的，或者说所必须的，就是行动的直接性，行动自身就是武士生存的目的，因此行动不计后果。
孔子执勇之道，便是要求子路“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
进》)，实际上是以智性节制勇武，要求行动之前要先思考，如果自己不能全面考量，至少要多听听
其他人的意见。这也正是历史趋势所在。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四《兵书略》序述兵家源流曰:“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
武备也……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
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早期战争以武士勇力为胜，当时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士
皆受武士教育，均能武事。至春秋之世，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权谋之术勃兴，以
前的武士之勇在诡道面前显得蠢笨不堪，一败涂地。《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韩信伐齐，
楚使龙且救之。或说龙且坚壁清野，汉军 “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龙且却说:“不战而降之，
吾何功?”潍水之战的经过是:“韩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满盛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
佯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
得渡，即急击，杀龙且。”用万余囊盛沙壅水，不是小工程，夜深人静，也不可能毫无声息。龙且竟
酣然高卧，置之不理，充分表现出古典武士的思维定式，即只关心战场上的搏杀，视一切谋略异动均
为怯懦的表现，最终必将在勇武的进攻下败亡。与质直的武士之勇不同，权谋在行动之前必须先对行
动本身进行全面考量，亦即所谓“庙算”。庙算之谋士则并非如武士一般仅仅以当面之敌人为行动的
唯一对象，而是充分考虑战争的方方面面，从战场到后勤，从天象到地理，无一不在其考虑范围之
内。于是一批不能执刃拼杀的文弱之士开始执掌帅印，羽扇纶巾开始指挥金戈铁马。其历史后果，便
是传统的古典武士型的君主渐渐大权旁落，掌握了军事行政大权的新兴谋略之士运用权谋，甚至取旧
君而代之。最为典型的是《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的孙膑围魏救赵。魏围赵都邯郸，作
为古典武士的齐军主将田忌 “欲引兵之赵”，这就是以战场正面之敌为行动的直接对象，也是军事部
署的唯一考虑对象，敌人在哪里，就冲到哪里，在正面战场上与之拼死一搏，即使失败也要败得堂堂
正正，像一个真正的武士那样去死。孙膑的行动方略则是:“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
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
魏也。”这就是以制胜为唯一目的，充分考量前线与后方的整体布局与力量对比，然后选择最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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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方的行动方案。
如果说武士乃是以自身为勇武实现的工具，那么谋士则是以他人为谋略实施的工具。二者都是以
人为工具，为达目的不惜牺牲生命。孔子正是看到了勇智既是必不可少的德行，但是二者之旧德又必
然导致以人为工具，于是在其上镇之以“仁”，以“仁者爱人”来化解智谋与勇力对人的工具化，最
终综合三者，建构君子达德。在仁爱之下的智，最终成为 “是非之心”，在行动之前先进行智性判
断。《论语·阳货》:“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
有勇而无义为盗。’”“义”即应为，在行动之前必须先判断是否应当付诸行动。在开启行动的判断做
出后，则以勇气实施行动，《论语·为政》言:“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
由此形成的君子人格，乃是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
夫。”(《孟子·滕文公下》)当如是之君子面对君主时，也是秉持 “从道不从君”(《荀子·子道》)，
客观上必将形成君主政令不行的后果。对于这类人，韩非子的处置是:“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
畏，四者加焉不变，则其除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这也是法家通义。 (参见宋洪兵，第
184 － 188页)
二
《商君书·开塞》即说:“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
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之时，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
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
矣。凡仁者以爱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
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
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
官。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
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故曰:王者有绳。夫王道一端，而臣道
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故曰:民愚则智可以王，世智则力可以王。”其上世之 “亲亲而
爱私”，在先秦也曾被视为“仁”。《庄子·天运》:“商大宰荡问仁于庄子，庄子曰:‘虎狼，仁也。’
曰:‘何谓也?’庄子曰:‘父子相亲，何为不仁!’”但这样的仁，仅限于亲亲，而未能推及仁民爱
物，与孔子之“仁”乃同名异实。其中世之 “上贤而说仁”，正可以与 “智”相对应。其下世之
“贵贵而尊官”，众所周知，商鞅变法的核心即是军功爵制，鼓励战场杀敌，这正对应于 “勇”。这就
意味着，在法家看来，孔子 “仁”“智”“勇”三合一的君子人格必须拆分。而我们在历史上也看
到，有谋略的武将，如白起、王翦、章邯等人，多遭秦君猜忌。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亲亲废，上贤立”，“上贤废而贵贵立”，可是 “上世亲亲”和 “中世上
贤”所属之人———亲人与贤人并未就此消失，也不可能就此消失。于是在 “下世贵贵”的国家体制
之中如何位置斯二者，便是法家必须解决的问题。
就“亲亲”而言，在儒家经学中，《谷梁传》文公二年已有 “君子不以亲亲害尊尊，此 《春秋》
之义也”的说法，秦平认为这是为了达到 “当人们按照 ‘亲亲’原则处理亲属伦理关系时，一定不
能混淆甚至破坏‘尊尊’的政治尊卑秩序。这表明 《谷梁传》的伦理关系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与其
政治关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受其政治关系操纵”。(秦平，第 136 页)“亲亲”可分为君主之亲与臣
民之亲两个层面。君主之亲，亦即所谓宗室。商鞅的办法是在推行军功爵制时，规定 “宗室非有军
功论，不得为属籍”。(《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宗室不但被取消贵族爵秩及相应特权，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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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被从宗室名录 (属籍)中勾去。《汉书》卷九《元帝纪》初元元年，“赐宗室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
驷”，可见必须属籍有名才被正式确认为宗室。被除名的宗室只有在战场上立功受爵才能重新在宗室
属籍上列名，被正式认可为宗室成员。这实际降低了宗室与旧世袭贵族在国家中的地位，从而确立了
君主的独尊。至于臣民的 “亲亲”，则是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亦即打散大家族的聚族而居，这无疑对全体民众而言是要求废私德而立公德。其道德
后果，则如贾谊《新书·时变》所说:“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耰锄杖彗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虑立
讯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虑非有伦理也，
亦不同禽兽仅焉耳。”韩非还认为:“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韩非子·诡
使》)更具体的，就是 《韩非子·五蠹》有言:“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好并隆司据以认为，
这是秦制希冀打破传统宗法家父长制，通过伦理上的忠一元，实现对于人民的一元性支配。(参见好
并隆司，第 25 － 26 页)
商鞅之 “贤”，对应于 “智”。儒学 《春秋》之义，尊、亲、贤并重。《公羊传》闵公元年:
“《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公羊传》不仅三者之中更尊崇“尊”“亲”，对“贤”
也有一绝对的限定，就是贤者不能觊觎君位。故“尊尊”之义，即在尊君，而首在尊天子。(参见杨
树达，第 167 － 187 页)君则以宗法嗣位，继嗣不正则有讥。(同上，第 236 － 246 页)其于卿大夫，
则深贬其世袭，“讥世卿”。 (参见段熙仲，第 371 页)商鞅变法时，秦国虽然已有文官与武爵的区
分，不过商鞅却并未严格区分二者，《韩非子·定法》言:“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
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韩非对此
深为不满:“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
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
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故曰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一方面，可见文官对应于智能，与
武爵对应于勇力相对立;另一方面，则是将二者严格区分，亦即取消官爵互换的制度。不宁唯是，韩
非还进而要求职事分类以及相应职官职责的细密化。《韩非子·二柄》曰:“昔者韩昭侯醉而寝，典
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
兼罪典衣与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
甚于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至秦始皇，
甚至规定不得兼方，故《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有占梦博士。再进，则是一套严苛的考课上计
制度，秦始皇时对于方士的要求是:“不验，辄死”(《史记》卷六 《秦始皇本纪》)，正是考课之惩
罚。这也成为所谓“秦德”的重要组成部分。秦始皇二十九年芝罘刻石:“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
无嫌疑。”三十七年会稽刻石:“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
常。”(同上)法家也正是以职守分明考核上计这样一套严格的制度来宰制贤智之士，转尊贤为用贤，
使之成为国家机器驯服的工具。于是居官之贤者只能在行政体系中以其智能贯彻执行上级任务，处理
各种行政事务，而不允许其对行政体系、规章制度、上级命令运用智性进行是非判断。
商鞅之下世乃 “贵贵而尊官”，与 “勇”相应，即崇力尚勇的军功爵制。检 《礼记·丧服四
制》:“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故为君亦斩衰三年，以义制者也。”郑 《注》:“贵贵，谓为大夫
君子也;尊尊，谓为天子诸侯也。”则商鞅之“贵贵”指授民之军爵，竟也合乎礼制。在军功爵的名
利诱导之下，武士甚至不是以行动为目的，而是以行动为工具。李广难封，就因为李广犹秉持古典武
士之勇德，在战场上以行动为目的，与对手进行武艺竞技。那些立功封侯的将领们，无不是在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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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获取为目的，战争成为他们逐利的手段。
可见，在法家的国家制度中，原本作为君子 “三达德”的仁智勇被拆分:没有了智勇的义而能
断，仁必然塌陷为溺爱近亲;没有了泛爱天下的气魄，智必然萎缩为猥琐计算;没有了心系万民的大
是大非之判断，勇必然沉沦为贪欲滔天。于是法家国家制度的哲学根基就是人的行为必然基于欲求，
法家国家制度的基本精神也就是鼓励每个人在制度中追求欲望的满足。
三
《韩非子·五蠹》有言:“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
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
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基于这一认识，韩非子进而提出了所谓 “三世论”:“古者文王处
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
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
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
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
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
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
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
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
矣。”类似的说法又见于《八说》:“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或称此为 “进化历史
观”(陈启天，第 25 页)，或以之为“道德退化论”(蒋重跃，第 144 页)，近年学者多持平正，谓为
“演化的历史观”(高柏园，第 144 页)，更有进一步名为 “应时史观”。(参见韩东育，第 201 － 206
页)
至于韩非子“三世论”的内在结构分析，当推陈启天区分为两个原则:“‘世异则事异’，系认历
史为演变的 (Evolutionary) ，而非固定的。此为韩非历史哲学之第一原则，与近世进化论之解释历史
有相近处。”“‘事异则备变’为韩非历史哲学之第二原则”。(陈启天，第 34 － 35 页)施觉怀的分析
略有不同，认为“这样侧重从社会情况、民众条件、变法问题等方面进行分析的理论在先秦诸子中
是独创的”。(施觉怀，第 169 页)以上分析的确深化了对于韩非子 “三世论”的认识。不过，迄今
为止的研究基本将“三世论”作为韩非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工具性环节，都是说的基于 “三世论”，韩
非提出了某种观点，而未曾将其作为自身具有价值的研究对象来对待。①
陈启天释《五蠹》“三世论”数语曰:“‘上古竞于道德’盖指唐虞禅让之说言。‘中世逐于智
谋’，盖指春秋之朝觐会同言。逐，亦竞也。‘当今争于气力’盖指战国之攻战言。攻战不仅恃气力，
然当时以斩首为功，则亦有赖于气力也。”(陈启天，第 35 页)其于 《八说》言之更详:“上古，指
尧、舜、禹、汤、文、武;依儒家之说，其禅让或征诛俱出于德化，故曰 ‘亟于德’。中世，指春
秋，其时尚朝觐会同以求为诸侯之盟主，故曰‘逐于智’。当今，指战国，其时强国事兼并，弱国务
力守，攻战不休，一决于力，故曰‘争于力’。”(同上，第 141 页)韩非 “三世”所对应的具体历
史时期，则略有争议。蒋重跃以为:“这里的 ‘上古’即三代以前，‘中世’似应指三代，‘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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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就笔者所知，如蒋重跃《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一节，方可谓对“三世论”本身进行了
正面的研究。(参见蒋重跃，第 141 － 148 页)
即指春秋战国。”(蒋重跃，第 144 页)问题在于，《五蠹》开篇所言 “上古之世”的有巢氏、燧人
氏，“中古之世”的“鲧禹决渎”，“近古之世”的“汤武征伐”，这三个时段是否与“三世论”的三
世相当?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三世论”的第三世为 “当今”，而开篇的这三个时段都是古代，
所以其后还有一个“当今之世”:“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于是
有学者据以认为韩非子是 “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 ‘当今’几个阶
段”。(高正，第 114 页)其实，开篇的叙述并非对于历史阶段的学术划分，因为其时段与“三世论”
的时代并不合拍。因此我们不能拿现代的学术素养硬套韩非，将 “上古”“中古”“近古”等当成专
有名词乃至于史学概念对待，而应注意到其内涵随文意而变动，并无确定的所指。据上引陈启天之
说，可知开篇的“上古”“中古”“近古”加起来才等于 “三世论”的 “上古”，而开篇的 “当今之
世”则相当于“三世论”的“中世”加“当今”。
由此可见，在韩非内心，实际上是首先将历史分为两大阶段，亦即 “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
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中世逐于智谋”和 “当今争于气力”都内在地包含着 “德”在
现时代的迂腐可笑。这迂腐可笑的“德”不可能泛指一切“道德”，韩非子没有也不可能抛弃一切道
德。由《五蠹》阐述“三世论”时所说“古者文王……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行
仁义……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偃王仁义而
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
等语来看，“上古竞于道德”的 “道德”乃是指 “仁义”，或者更质实言之，即是单指 “仁”而言，
言“仁义”不过是为了凑足双音词罢了。
“三世论”又将“当今之世”分为“中世逐于智谋”和“当今争于气力”。由《五蠹》所举子贡
之例的时代和内容可知，“三世论”的“中世”当是指春秋辩士游说而言。① 但是与我们现代人对于
历史的理解不同，韩非显然并未将战国包括在辩士游说的范围内，否则就没有 “三世论”的 “当
今”了。
无疑，韩非所认为的辩士游说时代的终结，也就是 “当今争于气力”时代的开端。子贡的失败
既然宣告“智谋”时代的终结，那么，接下来的战国时代，就是一个 “争于气力”的血腥暴力时代
了。② 郑良树即言:“韩非不但根据‘历史三段论法’为变法运动辨论，也根据它宣布了法家时刻的
来临:战国时代，肯定是法家的天下。”(郑良树，第 469 页)
至此，我们可以说，“三世论”的具体所指是唐虞至西周的圣王仁爱，春秋的辩士游说，战国的
武士力战。在此，韩非实际上将仁智勇作为工具而非目的对待。上古之时要给民众好处才能得到天
下，但是到了中世，诸国争雄，儒家式的爱民，导致民襁负而至，会削弱他国的实力，必将不容于天
下诸侯。这就意味着民心的归往让位于国家实力，也就是国家对于民众的控制能力。到了当今，子贡
的失败意味着国家实力的目的是唯一的，就是现实利益，而现实利益的获取途径也是唯一的，就是基
于国家实力的军事力量。一言以蔽之，利益是一切行为的唯一目的，武力是一切行为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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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作为“仁义”过时之证的徐偃王的时代，《五蠹》以为徐灭于荆文王，则当春秋之世。但有学者考证，
徐偃王当为周穆王时人 (参见徐旭生，第 190 － 229 页)，这应该是两个问题，不当混淆。也就是说，即便韩
非记错了史实，也应按照他所记错的史实来划分“三世论”的具体历史时段，而不应将现代人所考证的徐偃
王真实所属的历史时期阑入，扰乱“三世论”的划分。
春秋战国之异，可参顾炎武《原抄本顾亭林日知录》卷十七“周末风俗”条。正因为春秋犹崇尚礼义，所以
可以仗义执言，折冲樽俎。战国崇势力而贱仁义，纵横家的言辩不过是逐利的工具之一，智辩的时代已经结
束。
附带一提，赵高师法韩子，有另一二分，即“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力”(《史记》卷六《秦始皇本
纪》)，这是把仁义之文德和辩士的智谋都算作“文”，而与“决于武力”的真正“当今”做了区分。
四
由上述可知，商鞅“三世论”的“亲”“贤”“贵”，乃是将孔子之君子一身所兼具的三达德“仁”
“智”“勇”进行拆分，还原为三类人各自具有的不同德性。而这三类人又正对应于《公羊传》的“尊”
“亲”“贤”，只不过其排序为“亲”“贤”“尊”。于是承袭并发展商君学派的韩非“三世论”实质上是
基于对《公羊传》“尊”“亲”“贤”的改造，系将《公羊传》共时的国家体制结构，以历时的时代嬗
变进行了重新论证。① 即亲 －德、贤 －智、尊 －力都曾居于高位，作为国家的领导力量和主导德性，但是
随着时代嬗变，原居中心者地位下降，至当今之世，亲 －德的地位最低，贤 －智次之，尊 －力最高。亲 －
德、贤 －智、尊 －力三者地位尤其是内涵的改变，使得《公羊传》的儒学理想成为现实的秦制国家。
秦制深入骨髓的执念，便是“尊君卑臣”，司马谈 《论六家要旨》有谓:“法家不别亲疏，不殊
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 ‘严而少恩’。若尊
主被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面对皇帝，一切人等都是最卑贱的奴仆，无论是至
亲骨肉，还是军功高爵，都卑微如尘埃。楚汉之争中，魏王豹叛汉，自言就是因为 “汉王慢而侮人，
骂詈诸侯群臣如骂奴耳，非有上下礼节也，吾不忍复见也!”(《史记》卷九十《魏豹彭越列传》)
秦制对于贬抑宗室近属，商鞅变法就规定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至秦始皇时，更是将直系亲属，包括自己的诸公子，确定政治身份皆为黔首。秦始皇
三十三年博士淳于越建议复封建，即认为:“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
无辅拂，何以相救哉!”赵高弑二世时，二世曾表示放弃皇位以换取活命:“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
公子。”(《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可见诸公子确为黔首，无爵无位。
法家学说的极端尊君，导致为了维护君位而仇视贤者。慎到更是从势的角度否定尊贤:“立君而
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艺文类聚》卷五十四引 《慎子》)王位与帝位的近似性，引
发了深深的忧虑。尤其是掌握军政实权者获封王位，往往导致割据分裂。《三国志·魏书·刘晔传》
裴注引《傅子》，刘备将伐吴，孙权伪降魏，文帝封权吴王，晔谏曰:“权虽有雄才，故汉骠骑将军、
南昌侯耳，官轻势卑，士民有畏中国心，不可强迫，与成所谋也。不得已受其降，可进其将军号，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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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公羊传》的流传，《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载，孔子作《春秋》之后，“七十子之徒口受
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何休《公羊传序》徐彦疏引东汉戴宏《序》云:“子
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
胡母子都著于竹帛。”则《公羊传》在先秦为口传，至汉景帝时始著于竹帛。不可将著于竹帛的时间视为
《公羊传》的成书时间，在著于竹帛之前，《公羊传》即在流传。(参见黄开国，第 36 － 63 页)《韩非子》受
《公羊传》影响，《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于《春秋》之传述曰:“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
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有“《韩非子》引《公羊》义辑”三则。
(参见段熙仲，第 729 页)又《韩非子》中引“子夏说《春秋》”，据戴宏《序》，可知当时人以为《公羊》
出于子夏，则此当为《公羊》义。如《外储说右上》:“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善持势者，蚤
绝其奸萌。”《公羊》此义可参杨树达《春秋大义述》卷二《贵豫》。(参见杨树达，第 96 － 100 页)《公羊
传》在秦国也有传布。《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赵高劝胡亥篡位时说:“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
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五曰:“《春秋》卫石曼姑帅师围戚，《公羊》以为伯
讨，《孟子》书称卫君辙为孝公，故赵高为此言。”《史记》卷九十九《叔孙通列传》陈胜起山东，二世召博
士诸儒生问，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集解》引瓒
曰:“将谓逆乱也。《公羊传》曰:‘君亲无将，将而必诛。’”
十万户侯，不可即以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阶耳，其礼秩服御相乱也。彼直为侯，江南士民未有
君臣之义也。我信其伪降，就封殖之，崇其位号，定其君臣，是为虎傅翼也。”
汉初，诸将拥兵自重，刘邦不得不用高爵换取其服从，最典型的便是刘邦被迫封韩信为齐王。但
是这一政治联盟因高爵过尊而极不稳定，数年之内，异姓诸王或叛或诛，殄灭殆尽，唯余长沙王吴
芮。于是“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白马之
盟实质上是剥夺军功诸将之高爵，而代之以至亲骨肉。
在七国之乱，尤其是武帝推恩令之后，诸侯王不治民，徒有尊号，“汉兴以来，宗室子弟无得在
公卿位者”。另一方面，贤能治国而位不尊。于是形成了亲而兼尊，与贤而不尊相对的局面。东汉章
帝明确揭橥了这一格局:“昔萧相国加以不名，优忠贤也。况兼亲尊者乎!其沛、济南、东平、中山
四王，赞皆勿名。”(《后汉书》卷四十二 《光武十王列传》)在 “贤”之上加以 “忠”的限阈，同
时特为尊崇四位身居王位的叔父。① 此后，亲尊与忠贤二分，成为中国古代国家结构的基本格局。
在汉代，这一“亲尊”“忠贤”的格局发生了两种变异。王莽作为贤能的外戚，事实上兼具了
“亲尊”与“忠贤”，被认为更有资格执掌最高权力，从而得以取汉室而代之。
由于儒学的制度化在实质上是以秦制律令体系的 “尊卑”取代了 《春秋》的 “尊尊”，亦即以
绝对服从的单向性伦理取代了互相尊重的双向性伦理。 (参见李若晖，第 148 － 160 页)于是 “亲”
而兼“尊”，便并非真实地实现了儒学 “亲亲尊尊”伦理理想，而是以 “亲亲”与 “尊卑”相结合，
仅仅构造“亲亲尊尊”的表面相似性而已。这一 “亲亲尊卑”的格局，便是构造了一个婚姻集团，
由帝室与外戚共同执掌政权，如西汉的文帝窦氏、景帝王田、武帝卫霍、宣帝许史、元帝王氏、哀帝
丁傅等，东汉的四姓小侯，以及窦、梁、何等外戚大将军。杭苏红考察了西汉帝室与外家的关系之后
认为，这“根源于以 ‘亲亲’与 ‘义’为根基的家族伦理”，所谓 “亲亲”，“即由对皇太后 (母
亲)、皇后 (妻子)之 ‘亲’而 ‘推’到对其家人，特别是对其家中成年男子之 ‘亲’。”所谓
“义”，“是家族间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的题中应有之 ‘义’……帝室或皇帝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认为
任用外戚会扰乱朝廷，反而相信分封外戚具有建立在亲属、家族意义上的支持之 ‘义’，其忠于帝室
之心是其他官员难以望其项背的，因而更加值得信任”。 (杭苏红，第 24 － 47 页)于是，一方面，
“亲亲”表现为国家政权被垄断在狭小的婚姻圈子中，排斥异己，任人唯亲，丝毫不能推 “亲亲”至
于“仁民爱物”;另一方面，“尊卑”表现为要求下级绝对服从，阿谀谄媚，于是贤人日远，群小盈
侧，以至贪贿横行，朝政黑暗，百姓困苦，民不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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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亲尊”之“尊”是基于“亲”中之尊，特指辈分，如此处章帝的尊崇叔父。汉代外戚封侯更能突显这一点。
《汉书》卷十八《外戚恩泽侯表》序:“后父据《春秋》褒纪之义，帝舅缘《大雅》申伯之意。”即汉代成例，
只有后父和帝舅辈分高于皇帝，为亲中之尊，才能获得尊爵封侯。《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载，窦
太后要求景帝封王皇后兄为侯，景帝让以窦太后诸弟文帝不侯，自己即位才封侯。说明皇后的兄弟与皇帝平
辈，亲而不尊，不能封侯。
安身立命的人生价值和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实践哲学。因此，我们必须一反 ‘抛却自家无尽藏，
沿门托钵效贫儿’的丧心病狂，重新体知阳明心学的现代涵义。”(《王阳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第 28 页)张锡勤站在历史唯物论的立场，对陆王心学持批判态度，但也涉及到陆王心学的历史价值
和现实意义问题，认为陆王学的“自作主宰”“自信自立”“知行合一”等符合时代精神，所以受到
近代思想家的重视，产生了重要影响。(参见张锡勤等，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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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S OF MAIN ESSAYS
General Data，Virtual Bodies，and Digital Capital:Three Logics of Digital Capitalism
Lan Jiang
To understand capitalism in the digital era and grasp its philosophical content，it is important to view it
ontologically and to realize that general data have constructed a digital interface or platform，which is similar to
currency，to unite everyone and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All objects are mediated and embodied in digital
space through general data.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data，actualities become virtual bodies，which act as the
fundamental unit in the digital interface. This means that digital data has built virtual relationships not only
among human，but also between human and the inhuman. Most importantly，general data as digital capital are
produced by all the users of a digital platform，but are appropriated by a few capitalists.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digital capitalism needs to break through this monopoly on general data and to transform the
monopoly into a collectivity，which will in the future pave the way to real community.
Hermeneutic Universality
Zhang Longxi
As an erudite scholar knowledgeable i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s，Qian Zhongshu pointed out
that both the Chinese philological scholarship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Western hermeneutical theory came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understanding or interpretation is a circular movement from the parts to the whole，and from
the whole to the parts. The current author argues that this“hermeneutic circle”can already be seen as early
as in the chapter on lines and verses in Liu Xie’s The Literary Mind or the Carving of Dragons，in which Liu
Xie used the analogy of a cyclical dancing movement to describe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s，lines，
and the entire text. The questions discussed in hermeneutics，however，are such first-level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as language，expression，understanding，and interpretation，and they bear on a certain universality;
it is entirely possible for us to make use of rich Chinese traditional resources and classical arguments with
reference to Western hermeneutic theory，and to mak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hat are both characteristic of
our own tradition and meaningful within a universal framework.
The Variants of the“Three Great Virtues”and Their Historical Impacts
Li Ｒuohui
Benevolence，wisdom，and courage were the three great virtues in pre-Qin Confucianism. In the
beginning，the virtue of courage was that of warriors who considered themselves implements and sought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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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 virtue of wisdom was that of counselors who considered others implements and sought victory in
debate. Confucius added benevolence above these two virtues，revealing that human beings are not objective
but subjective;as such a gentleman with the“three great virtues”would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ao，not
with the monarch. However，after Shang Yang and Han Fei rearranged the“three great virtues”in accordance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ism，the application range of benevolence was narrowed down to the circle of
kinship，not to all beings;wisdom was limited to the capability of dealing with administrative affairs，not to
distinguishing right from wrong universally;and courage was considered as a tool to gain merit through military
glory. In a word，human desires became fundamental for the“three great virtues. ”Afterwards，the state’s
structure was spli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irtues of zunqin (respect for kinship)and zhongxian (being loyal
and virtuous) :royal families controlled the highest rank of nobility using the virtue of zunqin，while beyond
this circle of kinship，high and low ranks were strictly separated in terms of legislation，and the virtue of
zhongxian became the main path for promotion.
On Inward Transcedence
Zhang Ｒulun
Since some scholars characterized Chinese philosophy as “immanent transcendence” or “inward
transcendence”in the middle of the last century，this explication has become irrefutable in academic circles.
Transcendence is a concept from the West whose meaning is intimately linked with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and
religious tradition. For Westerners， transcendence in general means transcending man and his world.
However，those who claim immanent or inward transcendence as the essential attribute of Chinese philosophy
actually regard human subjectivity as transcendent. This explication thus not only misunderstands the concept
of transcendence itself but also misrepresents the Chinese tradition.
Enactivism，Perspectivism，and Nietzsche
Leung Kawing
Varela，Thompson，and Ｒosch;’s The Embodied Mind，published in 1991，brought a revolution to the
cognitive sciences. In it they proposed to understand cognition as embodied action，inaugurating enactivism;
their critique of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s focused on the concept of internal
representation and related metaphysical realism，and they suggested that an organism creates its own world in a
relationship of co-determination with its environment. Before them，some continental philosophers had also
been dissatisfied with traditional representationalism. Nietzsche was one of them. To the extent that he sought
to explain human cognitive abilities by universal biological principles，we can consider Nietzsche a precursor to
enactivism.
